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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校組織信任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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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究國民中學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關係，並以學校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檢視校長倫理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

亦檢視不同組織信任管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台灣公立國民 

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 840 份問卷，有效問卷計 766 份。本研究採用結構 

方程模式驗證國民中學校長領導、學校組織信任以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線性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1）校長倫理領導對於學校組織信任有直接影響；（2）學校組織 

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直接影響；（3）校長倫理領導可透過學校組織信任部分 

中介間接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4）學校組織信任構面中，對同事信任的中介作用

影響最大，對學校信任次之，對校長信任不具中介作用。研究建議校長若藉由倫理 

領導以形塑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一定得透過凝聚教師對學校組織信任（尤其是對同事

信任），加強團隊意識，方能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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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長期以來，台灣教育重視競爭、排名，強調成功就是考上好學校、找到好工作，

老師、家長要求智育成績，卻沒教孩子怎樣成為一個好人。社會大眾對於教師專業 

工作期待日益加深，《教師法》雖明定教師相關權利義務，但教師的工作無法皆納入

學校相關管理規範中，教學事務仍需靠教師自覺自願，才能確保教育成效。端視國民

中學（下稱國中）教育現場，教師與學生在面對 12 年國民教育的新課綱銜接與升學 

定向的關鍵階段，校長若還停留在傳統的互易式領導，將無法帶領全校師生共同達成

教育目標。故校長應具備倫理素養、注重教育資源分配公平，並採取倫理領導，以 

促進學校成員實踐教育專業熱誠，共同致力於各項教學創新活動和行政事務，以提升

教學效能和行政效率（Pijanowski, 2017）。值此，應透過校長倫理領導激發教師自動

自發、利他助人，關心學校各項事務，帶領全校師生共同正向成長。 

在學校場域中，除校長領導行為外，教師的相關專業表現亦扮演關鍵角色。然而，

倫理領導是透過何種中介機制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Brown & Treviño（2006） 

依據社會交換理論概念，認為倫理領袖會表現出公平和對追隨者的關心，反之追隨者

覺得有義務回報並按照倫理領導者的期望行事。丁一顧等（2019）指出，信任關係是

學校中重要的因素，對教師、行政人員和學校運作有相當的影響。學校若能擁有較高

的組織信任，將能提升成員的專業態度和行為表現，進而促進學校績效責任表現，故

此學校組織信任關係的建立，便成為學校革新的關鍵要素（Bryk & Schneider, 2002）。

值此，本研究希冀探究學校組織信任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聯。 

綜整相關研究發現，學校領導者的倫理值觀和領導風格會影響其行動和決策 

方式，並影響學校文化氛圍及組織公民行為（朱如君等，2022；范熾文、林加惠，2010；

Brown et al., 2005; Sergiovanni, 2009），而學校文化氛圍、組織信任都是影響組織公民

行為的重要變項，有助於促進學校效能（朱如君等，2022；Yukl et al., 2013）。另外，

領導者對成員工作承諾和工作表現的影響，常常受到組織成員對領導者的信任關係 

中介（Boies et al., 2015; Yang & Mossholder, 2010）。Kerse（2021）指出，在倫理領導

之下，若要強化員工角色外的服務行為，須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希冀 

透過多重中介模式檢視不同學校組織信任管道的重要關鍵效果，能在此相關研究相對

匱乏之際，為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找到關鍵提升之道。 

職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國中教師知覺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的關係，以結構方程模式探究三者變項的關係模式，並探究學校組織信任是

否存在中介效果，進而探究國中教師對學校信任、校長信任、同事信任的中介影響 

效果。研究目的為：（1）檢視校長倫理領導對學校組織信任的影響；（2）檢視組織

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3）探討學校組織信任在校長倫理領導與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果；（4）檢視不同學校組織信任管道的中介作用。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倫理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影響的研究 79 

文獻探討 

校長倫理領導的意涵 

校長倫理領導的意義 

Sergiovanni（1992）強調道德權威是領導的基礎，除重視領導者的領導方法和 

管理技巧，亦強調領導者的價值、信念以及反思實務所展現的專業和心向。李怡禛等

（2016）指出道德領導者在他們的生活和專業領域皆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他們鼓勵 

工作場所合理且公平的行為，並且在組織中以身作則。Eisenschmidt et al.（2019）進一

步指出，校長於建立學校願景等行政事務上，需要有智慧和知識等兩種美德；於家長

和教師有關決策方面，校長需要謙虛、勇氣和公正。故此倫理領導可提高自身道德 

修為，引領部屬培養正確倫理觀，進而凝聚組織意願，使成員自願為組織付出。 

綜整相關研究（朱如君等，2022；李怡禛等，2016；范熾文、林加惠，2010； 

秦夢群，2013；Eisenschmidt et al., 2019; Sergiovanni, 2005; Walumbwa, Morrison, et al., 

2012），將校長倫理領導的意義歸納為：校長不僅展現專業領導力，更致力提升自身

道德修養、端正品行，能以倫理權威為基礎來領導學校成員，並具有批判意識，主動

採取行動改變不合理現況，透過傾聽關懷增加彼此信賴感，使教師能主動負責且願意

付出、奉獻，以真誠平等對話形塑共同願景，令學校組織成為學校共同體。 

校長倫理領導的內涵 

因應現今教育改革與社會快速變遷，校長倫理領導的理念已倍受關注，領導者應

能掌握倫理領導的核心理念並發揮其力量。職此，校長進行倫理領導必須以身作則，

能引領並尊重教師，提升教師的義務感、責任心和正確價值觀，進而形塑學校共同體。

從相關研究（Sergiovanni, 1992; Shapiro & Stefkovich, 2010; Yukl et al., 2013）可知， 

倫理領導由多種面向概念所構成，研究者茲綜合學者（朱如君等，2022；范熾文、 

林加惠，2010；Samad & Nor, 2007; Sergiovanni, 1992, 2005; Shapiro & Stefkovich, 2010; 

Yukl et al., 2013）對於校長倫理領導的內涵歸納如下： 

1. 德行倫理─校長應展現高度的操守和修養以獲得成員認同，並應有合乎倫理的

人文關懷，致力形塑尊重自我和他人的學校氛圍，亦能授權教師自主創新教學，

促進教師以高度責任感履行專業和理想一致的教育作為； 

2. 正義倫理─校長能具備正義倫理涵養，着重公平對等關係，能積極關注社會的

不平等議題，並積極從事學校變革以回應社會期待，例如改善學校課程與教學 

品質，使不同身分、背景的學生得以充分發揮多元潛能，獲得學習成功的經驗； 



80 謝傳崇、黃建翔、蔡嘉閔 

3. 關懷倫理─校長能將關懷從想法態度轉化為具體實踐，樂於透過言行支持並 

鼓勵教師同仁，積極傾聽和協助解決問題，且具備包容和開放的胸襟，共同協助

付出和犧牲奉獻，由此孕育出學校優良的關懷氛圍； 

4. 批判倫理─校長能具備批判意識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對於學校周遭不公平、

不合理的現況加以批判反省，避免以既有框架看事物，並須勇於採取行動，透過

真誠、平等對話產生學校共識，共同促進學校革新。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意涵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意義 

O’Reilly & Chatman（1986）從心理學觀點探究組織公民行為、超出自身工作角色

要求的相關自發性作為，包含組織承諾、組織認同，以及對組織團體的歸屬感。從 

教育現場來看，Somech & Khotaba（2017）認為教師在教學工作中從事職務規定以外

的行為，其相關作為能增進學校組織運作和效能。Makvandi et al.（2018）提出教師能

投入教學並積極協助相關利害關係人，且能自主地實踐有利於學校的相關作為。Wang

（2022）亦指出，教師能自主承擔教學工作並付出額外努力，例如致力學生的學習 

發展、提升自身專業知能，進而提升學校效能。 

歸納相關研究（朱如君等，2022；秦夢群、簡瑋成，2017；謝傳崇、楊絮捷，2013；

Jimmieson et al., 2010; Makvandi et al., 2018; Somech & Khotaba, 2017; Wang, 2022） 

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意義，它是指教師在非學校正式獎懲制度和教師聘約規範 

下，能自發地展現正向的利他、利學校等作為，並積極投入工作與奉獻，如精進專業

知能、提升教學成效、主動協助師生、共同解決問題、承擔額外責任、實踐學校願景

等各項正向教育作為。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 

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是由組織管理領域擴展應用至教育情境中。從相關研究可 

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愈佳，愈能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亦有助於整體辦學績效

（謝傳崇、楊絮捷，2013；DiPaola & Hoy, 2005）。端視相關研究的構面，大多聚焦

於教師自發性、組織認同、利他行為、利組織行為以及投入工作與犧牲奉獻的精神等

概念，茲歸納學者（范熾文、林加惠，2010；謝傳崇、楊絮捷，2013；Dağli & Averbek, 

2017; Somech & Khotaba, 2017; Thomsen et al., 2016）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內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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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學校行為─教師對於自身學校具有認同感，能重視學校整體效益，願意主動

推展學校各項活動事務，並提出相關有利學校革新的建言，展現超越工作範疇並

對學校有利益的行為，以提升學校整體的辦學績效； 

2. 利他人行為─教師具備積極正向態度和良好人際互動，在工作上樂意給予同事

支援，願意主動協助教師同仁解決教學問題，並能參與協調溝通等，與教師同仁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形塑積極正向的學校氛圍； 

3. 工作投入與奉獻─教師能投注熱忱的教育能量，除在教學工作秉持盡責認真 

的態度外，亦積極充實教育專業涵養，以提升教學品質和成效，願意承擔額外的

工作責任，發揮專業熱情投入教學事務，展現為校務犧牲奉獻的行為。 

學校組織信任的意涵 

學校組織信任的意義 

信任關係是學校運作發展的關鍵要素，對學校成員和組織運作具有影響，能有效

促進成員積極行動與團隊合作，亦是彰顯績效的必備條件（丁一顧等，2019；Balyer, 

2017）。故此學校組織信任是團隊教職員信心的表現，當學校成員能彼此相互信任，

將能提升教學品質和辦學成效。而組織成員信任關係的建立，亦是促進學校革新的 

重要關鍵要素。然而當前對於學校組織信任的定義，大多以整體構面的角度和概念 

加以論述（丁一顧等，2019；Van Maele et al., 2014）。Yin et al.（2019）進一步指出，

教師信任於學校成員，且具有良好互動關係並對社群擁有高度凝聚力，能積極參與 

學校事務，融入正向學校氛圍，可確保學校組織效能和教學專業承諾得以提升。 

綜整相關研究（丁一顧等，2019；謝傳崇、吳麗珠，2016；Bryk & Schneider, 2002; 

Van Maele et al., 2014; Yin et al., 2019），將學校組織信任的意義歸納為：在學校場域

中，不論是教師個人或組織團體間，能相互保有信任等利他行為，對於學校、校長和

教師同儕的各面向都具備正向期望和信念，如權益保障、溝通互動、工作責任等， 

願意承擔潛在風險，亦希冀對方應會給予正向的回應，並完成彼此間的互信承諾，以

建立雙方的合作關係。 

學校組織信任的構面 

近年來，組織信任議題已被視為領導的重要關鍵因素，亦是組織穩定的重要基礎

（Bryk & Schneider, 2002）。而學校組織信任關係除了由領導者引領外，亦需隨團隊

成員共同互動而形塑發展，在合作互動的歷程中，雙方可透過互動交流獲得資訊， 

以建立學校信任發展的基礎。Bourne et al.（2010）認為組織信任主要分為兩個領域：

人際信任和組織的信任。劉宗翰（2013）將組織信任分為同事信任、主管信任和學校



82 謝傳崇、黃建翔、蔡嘉閔 

信任等構面。謝傳崇、吳麗珠（2016）亦認為組織信任具個人信任、系統信任、主管

信任等構面。準此以觀，學者對於學校組織信任的內涵看法不盡相同，研究者茲綜合

學者（丁一顧等，2019；劉宗翰，2013；謝傳崇、吳麗珠，2016；Bourne et al., 2010;  

Bryk & Schneider, 2002; Costigan et al., 1998）對於學校組織信任的內涵歸納如下： 

1. 對學校信任─在學校場域中，教職員能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各項活動，認同 

學校的制度、定位和發展，並信任學校能給所有成員充足的福利保障，亦可在 

工作中提升專業能力和得到表現機會，信賴學校組織整體制度、政策和方針等； 

2. 對校長信任─在學校場域中，成員對於校長的領導、管理和專業具有信心， 

願意相信校長能真誠關懷和保障教職員的工作權益及需求，主動與教職員溝通 

互動，以建立信賴關係，信賴校長的能力、人格特質和言行等； 

3. 對同事信任─在學校場域中，教職員對同仁的工作能力、言行一致、公平對待

具有信任關係，認為在自己有困難時皆能相互協助，並信任彼此能相互尊重和 

承擔應有的責任，可以在各自工作業務權限內完成各項事務，信賴同事彼此待人

處事。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 

校長倫理領導與學校組織信任的相關研究 

有關校長倫理領導與學校組織信任的相關研究，目前較少教育領域研究針對此 

兩變項作深入探討。Walumbwa, Mayer, et al.（2011）發現，倫理領導者更關注於透過

徵求員工的想法建立與追隨者的信任關係。換言之，倫理領導可強化追隨者的組織 

信任程度（Kerse, 2021; Zeng & Xu, 2020）。可知校長倫理領導能促進教師知覺學校 

組織信任，且校長倫理領導亦能提升教師知覺學校信任、校長信任和同事信任。因此，

希冀探究倫理領導與組織信任構面的相關概念，進而討論校長倫理領導與學校組織 

信任的關係。 

校長倫理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研究 

相關研究發現，倫理領導可提升組織公民行為（Abu Bakar & Connaughton, 2022; 

Gerpott et al., 2019; Lu, 2014）。Kacmar et al.（2011）發現，主管採取倫理領導與員工

的組織公民行為有正相關。范熾文、林加惠（2010）亦發現，校長道德領導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關係。朱如君等（2022）進一步發現，道德領導可透過部屬 

交換關係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產生正向影響。職此，可發現校長倫理領導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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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為應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且校長倫理領導亦可能促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在

學校場域中，校長若能有效展現倫理領導風範，教師將能有較佳的組織公民行為表現。 

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研究 

Khadivi et al.（2013）發現，學校組織信任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相關，故此

學校信任關係的建立將會影響並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換言之，教師對組織

的信任程度愈高，在職場中所展現的組織公民行將會愈多。Singh & Srivastava（2016）

亦發現兩者間具有正相關，組織應促進員工對管理層的信任，以提升員工願意付出 

額外行為，提高個人和組織的效率。林鉦棽、陳心怡（2006）指出，成員知覺到組織

內是相互信任，將會願意展現有益於組織的行為。職此，本研究推論兩者變項間具有

正向關聯，且教師知覺學校信任、校長信任和同事信任的感受程度愈高，則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的表現愈佳。 

學校組織信任作為校長倫理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中介變項的相關研究 

綜觀相關研究結果，主管信任於倫理領導影響員工工作敬業心和情緒耗竭關係中

扮演完全中介角色（Chughtai et al., 2015）。Huang et al.（2021）與 Lu（2014）等的 

研究發現，信任關係為倫理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關係的重要中介變項。Kerse（2021）

亦指出，在倫理領導之下，若要強化員工角色外的服務行為，必須透過組織信任的 

中介作用。Zeng & Xu（2020）則發現，教師知覺主管信任和組織信任為倫理領導影響

教師建言行為的重要中介要素。故此校長倫理領導對學校組織信任的提升可能具有 

某種影響效果，而學校組織信任亦可能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力。另外，校長

倫理領導亦可能會直接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力，惟同時考量學校組織信任的

分構面來探討其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尚付之闕如。職此，本研究針對國中教師

進行施測調查，藉此探究三者間的關聯，進而探究學校組織信任各分構面的中介效果

為何。 

研究方法與實施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取三階段待驗證的理論模式（林鉦棽、彭台光，2012；Baron & Kenny, 

1986）。首先，探討校長倫理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直接效果，以及三者關係的

適配度檢驗，以作本研究可否繼續對中介效果進行估計的前提；其次，探討校長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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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直接預測效果，同時藉由學校組織信任中「對學校信任」、

「對校長信任」和「對同事信任」的多重中介效果分析，探究其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的間接預測效果；最後，分析校長倫理領導透過「對學校信任」、「對校長信任」和

「對同事信任」的中介影響效果，探究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路徑關係，詳如圖一。 

圖一：本研究的假設模式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的公立國中為抽樣母群，依據各區縣市不同學校規模所佔比例

分配選取樣本學校數。預試問卷部分共抽取 32 所學校，12 班以下規模學校每校 6 份，

13–36 班規模學校每校 10 份，37 班以上規模學校每校 15 份，共計發放 285 份，回收

問卷 263 份，有效問卷為 250 份，有效回收率為 87.7%。正式調查部分，抽樣分為北、

中、南、東四區進行調查，北區共計發放 27 所學校，中區共計發放 24 所，南區共計

發放 25 所，東區及離島共計發放 13 所。其中 12 班以下規模學校每校 6 份，13–36 班

規模學校每校 10 份，37 班以上規模學校每校 15 份，總共發出 840 份問卷，收回 789

份，整體回收率為 93.9%；其中有效問卷為 766 份，無效問卷為 23 份，有效問卷回收

率為 91.2%。調查問卷回收情形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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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問卷回收情形 

項目 發放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回收率（%）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計 

預試問卷 285 250 13 263 87.7% 

正式問卷 840 766 23 789 91.2% 

研究工具 

問卷編製 

研究問卷參酌相關文獻和研究量表，編製「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

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問卷題項採 Likert 7 點量表；為建構本問卷的 

信效度，先邀請 11 位專家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審查問卷題項，以建立專家內容效度； 

隨後實施問卷預試，進行項目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編製成正式問卷。 

「校長倫理領導量表」主要參考范熾文、林加惠（2010）、Lu（2014）、Sergiovanni

（1992）等研究修編而成，包含德行倫理、正義倫理、關懷倫理、批判倫理等四個 

構面共 12 題。「學校組織信任量表」參考郭維哲、方聰安（2006）、謝傳崇、吳麗珠

（2016）、Costigan et al.（1998）等研究修編而成，包含對學校信任、對校長信任、

對同事信任等三個構面共 12 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主要參考謝傳崇、楊絮捷

（2013）、Thomsen et al.（2016）等研究修編而成，包含利學校行為、利他人行為、

工作投入與奉獻等三個構面共 9 題。 

量表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首先進行項目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研究發現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

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各測量題項的決斷值皆達顯著水準，顯示問卷題項

具有鑑別度；其次，進行問卷題項與整體量表的相關性檢定，相關係數分別介於 .646

與 .904 之間、.369 與 .763 之間、.602 與 .778 之間，且皆達顯著水準（p = .000）。 

就量表各構面的信效度而言，校長倫理領導量表「德行倫理」、「正義倫理」、

「關懷倫理」、「批判倫理」等構面，其組合信度為 .91、.89、.94、.94；平均變異數

抽取量為 .69、 .73、 .73、 .84。學校組織信任量表「對學校信任」、「對校長 

信任」、「對同事信任」等構面，其組合信度為 .87、.93、.85，平均變異數抽取量 

為 .62、 .72、 .59。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利學校行為」、「利他人行為」、 

「工作投入與奉獻」等構面，其組合信度為 .82、 .90、 .87，平均變異數抽取量

為 .53、.70、.63。可知本研究所建構的問卷構面題項，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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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調查問卷由專家學者和實務教育人員進行專家效度審查，並透過預試問卷

檢核其信效度，以確保問卷題項品質，再進行正式問卷施測。本研究統計分析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4.0 和 AMOS 24.0 統計軟體為資料處理和分析工具，先以結構方程 

模式驗證模型是否成立；其次依據 Zhao et al.（2010）建議，採用 Bootstrap 方法進行

中介效果的檢驗，並進行多重中介效果分析和探究路徑影響關係。 

研究結果與討論 

觀察變項的現況和相關分析 

本研究量表工具採 Likert 7 點量表方式計分，以 1 分（非常不同意）至 7 分（非常

同意）表示符合程度，並以各題得分的平均數為分析依據，1–2.5 分為低度表現，超過

2.5–4 分為中低度表現，超過 4–5.5 分為中高度表現，超過 5.5–7 分為高度表現。從 

表二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知覺校長倫理領導平均數為 5.94，標準差為 0.54，顯示 

校長倫理領導的現況屬「高度表現」；教師知覺學校組織信任平均數為 5.93，標準差

為 0.49，顯示學校組織信任的現況屬「高度表現」；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平均

數為 5.91，標準差為 0.53，顯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現況屬「高度表現」。 

從相關係數矩陣發現，校長倫理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達顯著正相關（r = .47,  

p < .01），與范熾文、林加惠（2010）和 Gerpott et al.（2019）的研究發現大致相同。

兩者變項的次構面中，校長倫理領導的「關懷倫理」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利學校

行為」、「工作投入與貢獻」相關程度（r = .43, p < .01）最高。可知當校長展現倫理

領導之際，則教師可能會展現較高的組織公民行為，且國中校長若能展現關懷倫理 

領導作為，教師愈願意主動協助學校事務，發揮專業熱情投入教學事務，展現為校 

奉獻的行為。其次，校長倫理領導與學校組織信任亦達顯著正相關（r = .70, p < .01），

與 Kerse（2021）、Zeng & Xu（2020）等人的研究結果大致相符。兩者變項的次構面

中，校長倫理領導的「正義倫理」、「關懷倫理」、「批判倫理」與學校組織信任的

「對校長信任」相關程度（r = .70, p < .01）最高。發現校長倫理領導與學校組織信任

整體間具有正相關，惟其次構面的相關中，皆以「對校長信任」為最高。故此可知 

國中校長在教育現場採取倫理領導對學校組織信任關係有所相關，然而僅對校長自身

信任提升最具相關。再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組織信任兩者呈現顯著正相關 

（r = .70, p < .01），與林鉦棽、陳心怡（2006）和 Singh & Srivastava（2016）的研究

一致。兩者變項的次構面中，學校組織信任的「對同事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倫理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影響的研究 87 

表二：描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德行倫理 1.00             

2. 正義倫理 .72** 1.00            

3. 關懷倫理 .67** .69** 1.00           

4. 批判倫理 .68** .72** .70** 1.00          

5. 對學校信任 .51** .50** .55** .54** 1.00         

6. 對校長信任 .65** .70** .70** .70** .64** 1.00        

7. 對同事信任 .24** .33** .31** .24** .43** .37** 1.00       

8. 利學校行為 .40** .42** .43** .36** .52** .47** .56** 1.00      

9. 利他人行為 .30** .31** .33** .28** .42** .35** .67** .67** 1.00     

10. 工作投入與貢獻 .33** .40** .43** .37** .48** .45** .63** .66** .73** 1.00    

11. 校長倫理領導 .87** .89** .87** .88** .60** .78** .32** .46** .35** .44** 1.00   

12. 學校組織信任 .59** .63** .65** .61** .85** .84** .74** .64** .59** .64** .70** 1.00  

13.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39** .42** .44** .38** .53** .48** .70** .87** .90** .90** .47** .70** 1.00 

平均數 6.04 5.90 5.95 5.86 5.97 5.91 5.90 5.92 5.96 5.86 5.94 5.93 5.91 

標準差 0.60 0.59 0.63 0.64 0.57 0.64 0.60 0.56 0.59 0.62 0.54 0.49 0.53 

偏態 0.02 – 0.28 – 0.19 – 0.22 – 0.21 – 0.35 – 0.09 – 0.10 – 0.05 – 0.27 0.03 – 0.02 – 0.00 

峰態 – 0.71 1.05 0.37 0.52 0.61 1.14 0.41 – 0.07 – 0.18 0.36 – 0.04 0.15 – 0.20 

** p < .01 

 

「利他人行為」相關程度（r = .67, p < .01）最高。可知國中教師對同事信任愈佳， 

將能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願意支持協助學校成員各項事務。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 

適配度檢驗 

本研究檢驗直接效果、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模型適配度，由表三可知，直接效果

模式 χ2為 43.61，達顯著水準，GFI、AGFI 分別為 .98、.95，皆大於 .80；RMSEA 為 .07，

小於 .08；NFI、RFI、IFI、CFI 分別為 .98、.97、.99、.99，皆大於 .90，顯示模型適配

度良好。從直接效果模式來看，發現校長倫理領導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已達到正向

顯著預測效果（β = .519，p < .05），顯示後續可進行分析中介效果。 

從部分中介模式分析發現，χ2為 413.23，達顯著水準，GFI、AGFI 分別為 .92、.89，

皆大於 .80；RMSEA 為 .06，小於 .08；NFI、RFI、IFI、CFI 分別為 .93、.92、.95、.95，

皆大於 .90，顯示模型適配度良好。至於完全中介模式，χ2 為 414.77，達顯著水準，

GFI、AGFI 分別為 .92、.89，皆大於 .80；RMSEA 為 .06，小於 .08；NFI、RFI、IFI、

CFI 分別為 .93、.92、.95、.95，皆大於 .90，亦顯示模型適配度良好。進一步檢視 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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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項模式適配度指標 

分析模式 χ2 χ2/df GFI AGFI RMSEA NFI RFI IFI CFI AIC BIC 

直接效果 43.61 3.31 .98 .95 .07 .98 .97 .99 .99 73.07 135.89 

部分中介 413.23 2.85 .92 .89 .06 .93 .92 .95 .95 503.23 691.70 

完全中介 414.77 2.84 .92 .89 .06 .93 .92 .95 .95 502.77 687.05 

 

和 BIC 結果以選擇最佳模型（Kaplan, 2009），從 AIC 來看，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 

模型分別為 503.23 和 502.77；至於 BIC，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模型分別為 691.70 和

687.05，發現其結果差異極小，進一步探究其中介模式路徑關係。 

多重中介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 Bootstrap 進行 5,000 次重複抽樣評估多重中介效果的顯著性，若在信賴

區間不包含 0，則具有間接效果（MacKinnon et al., 2004）。從表四的多重中介效果 

分析發現，排除學校組織信任的「對學校信任」（M1）、「對校長信任」（M2）、「對

同事信任」（M3）等因素後，校長倫理領導能正向且有效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

顯著直接預測效果（effect = .16, 95% CI = [.06, .25], p < .05）。此與朱如君等（2022）、

Abu Bakar & Connaughton（2022）等人的研究結果大致相符。可知校長透過倫理領導，

運用倫理理念精神影響並形塑教師的價值觀，將有助於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而 

校長倫理領導對「對學校信任」（effect = .63, 95% CI = [.55, .70], p < .05）、「對校長

信任」（effect = .92, 95% CI = [.86, .99], p < .05）、「對同事信任」（effect = .35,  

95% CI = [.26, .45], p < .05）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此與 Abu Bakar & Connaughton

（2022）、Zeng & Xu（2020）等人的研究結果大致相符。可知校長採取倫理領導愈 

積極，則教師對於學校、校長、同事的信任感亦會愈佳。另外，「對學校信任」、 

「對同事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直接效果皆達正向顯著水準（effect = .16,  

95% CI = [.08, .23], p < .05；effect = .49, 95% CI = [.43, .55], p < .05）。此與林鉦棽、 

陳心怡（2006）、郭維哲、方聰安（2006）等人的研究結果大致相符。可知教師若 

對學校和同事的信任感愈高，將有助於提升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 

在間接效果部分，校長倫理領導會藉由學校組織信任「對學校信任」分構面的 

中介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間接預測效果（effect = .10, 95% CI = [.05, .15],  

p < .05）；亦會藉由學校組織信任「對同事信任」分構面的中介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有顯著正向間接預測效果（effect = .17, 95% CI = [.12, .22], p < .05）。上述可進一步 

驗證朱如君等（2022）研究中領導者與成員交換關係在道德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的關係。由此可知，校長採取倫理領導時，教師對學校和同事信任，是間接促進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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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校長倫理領導藉學校組織信任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多重中介效果 

中介模型 
標準化 

估計值 

BC 95% CI 

LL UL 

直接效果 

校長倫理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對學校信任」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對校長信任」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對同事信任」 

學校組織信任「對學校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學校組織信任「對校長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學校組織信任「對同事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16* 

.63* 

.92* 

.35* 

.16* 

.03 

.49* 

 

.06 

.55 

.86 

.26 

.08 

–.06 

.43 

 

.25 

.70 

.99 

.45 

.23 

.11 

.55 

間接效果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對學校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對校長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對同事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10* 

.03 

.17* 

 

.05 

–.05 

.12 

 

.15 

.11 

.22 

整體效果 

校長倫理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45* 

 

.38 

 

.53 

* p < .05 

註： 95%信賴區間採 5,000 次拔靴法分析，信賴區間不包括 0 便代表間接效果顯著。 

 BC = 誤差校正（bias-corrected）；CI =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LL = 下限（lower limit）；UL = 上限（upper limit）。 

 

在整體效果部分，校長倫理領導透過學校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對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有顯著正向整體預測效果（effect = .45, 95% CI = [.38, .53], p < .05），與丁一顧等

（2019）、Lu（2014）的研究發現大致相同。由此可知，校長若能有效採取倫理 

領導作為，以提升教師對於整體學校組織的信任感，才能促進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檢驗對學校信任、校長信任與同事信任的路徑係數分析 

圖二所示為本研究的多重中介模型，研究者為考驗每個中介路徑的間接效果和 

整體的間接效果，以及直接效果（c’：X→Y，即排除 M1、M2、M3影響力後，X 對 Y

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中介效果達顯著，直接效果（.16）比整體效果影響力（.45）

低，惟直接效果亦達顯著，可知三者關係達到部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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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多重中介效果模式路徑分析結果 

 

 

 

 

 

 

 

 

 

 

 

 

 

* p < .05 

註：實線代表達顯著預測效果，虛線代表未達顯著預測效果。 

 

進一步從三個中介效果路徑分別進行探究，Ind1：校長倫理領導（X）透過對學校

信任（M1）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Y）的中介效果 .10（95% CI = [.05, .15], p < .05），

具有顯著效果。Ind2：校長倫理領導（X）透過對校長信任（M2）對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Y）的中介效果 .03（95% CI = [–.05, .11], p > .05），未達顯著效果。Ind3： 

校長倫理領導（X）透過對同事信任（M3）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Y）的中介效果 .17

（95% CI = [.12, .22], p < .05），達顯著效果。可見在多重中介效果模式中，對校長 

信任的中介效果未達顯著，此可驗證林鉦棽、陳心怡（2006）、Lu（2014）等人的 

研究結果。分析結果可知，中介效果路徑的效果分析中，校長倫理領導透過對校長 

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果未達顯著，可推論校長採取倫理領導時，透過 

學校組織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產生中介影響時，應可聚焦於教師對學校信任和 

對同事信任關係的建立，僅靠對校長信任並非有效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鍵。 

準此以觀，研究發現在校長倫理領導與學校組織信任關係中，雖然校長採取倫理

領導對於提升教師知覺「對校長信任」的效果最為顯著，然而在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中，則是「對同事信任」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力最佳，且

在三者關係中，僅「對校長信任」無法對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直接或間接的顯著

影響。 

  

對學校信任 

對校長信任 

對同事信任 

校長倫理領導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63* .16* 

.92* .03 

.35* .49* 

C’ = .16* 

（X） （Y） 
（M1） 

（M2） 

（M3） 

C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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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結 論 

校長倫理領導對學校組織信任具正向影響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校長倫理領導知覺程度愈高，其學校組織信任的程度亦愈

高，兩者呈現顯著正相關，且各構面亦呈現顯著正相關。從驗證模式發現，校長倫理

領導對學校組織信任具有正向影響效果。準此以觀，校長若能在學校現場建立倫理 

權威與領導，成為關懷實踐者，透過各項行政舉措支持並鼓勵同仁，如透過各項公開

校務會議或教學活動與教師溝通分享，了解學校成員的辛勞和需求，支持與肯定教師

的正向教育作為，則教師將更願意信任和認同學校的經營理念和願景。 

學校組織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正向影響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學校組織信任知覺程度愈高，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亦

愈高，兩者呈現顯著正相關，且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均呈現顯著

正相關。從驗證模式發現，學校組織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效果。 

準此以觀，在國中教育現場應消除班級王國、分科教學的模式，形塑教師對於學校 

組織的信任氛圍，加強團隊意識和共同願景，以建立專業分科領域和跨領域教學合作

互助管道，才能促進教師願意在教學之餘，承擔額外責任和工作並相互合作協助，以

提高團體與學校相關事務的工作發展。 

校長倫理領導可透過學校組織信任部分中介間接影響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研究結果顯示，直接效果模式、完全中介效果和部分中介效果模式的各項適配度

指標，皆符合理想適配標準，三者具有因果關聯。探究其中介效果發現，校長倫理 

領導可藉由學校組織信任間接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且學校組織信任具部分中介 

影響力。可知校長若只採取倫理領導直接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較難發揮直接影響， 

但若從學校組織信任着手去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將能發揮更佳效果。因此，校長

若能展現對成員的關懷，不僅以言行支持和鼓勵正向作為，更能營造整體學校組織 

信任關係，將能提升教師其對工作的熱情，亦能激發其組織公民行為和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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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倫理領導可藉由同事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產生間接較佳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倫理領導可藉由學校組織信任而間接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且學校組織信任具部分中介影響力。進一步探究學校組織信任構面中，以「對同事 

信任」的中介影響效果最大，其次為「對學校信任」，而「對校長信任」則無顯著 

中介影響效果。由此可知，在國中教育場域，校長若希望以倫理領導形塑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一定得先凝聚教師對同事的信任關係，加強團隊意識和同事間彼此互信 

合作的關係，方能有效提升教師對於學校、同事、學生有益的相關作為。 

建議 

對於學校與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依據結果發現，學校組織信任具中介效果，且構面中「對同事信任」影響效果 

最大，惟教師知覺「同事信任」現況在學校組織信任構面最低。可以推論只靠校長 

倫理領導一己之力，無法有效增進全體同事的信任關係。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強化 

教師支持系統，如獎勵各學科領域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建立同儕專業合作的夥伴

關係，可彌平教學領域界線，並增進彼此信任和合作，進而共同面對解決教學現場的

各項問題。另外，校長在推動校務時，應藉由校務會議、導師會議公開資訊，使教師

了解各項校務重要事項，營造公開、透明的工作環境，使彼此信任互助，令教師全心

執行工作並勇於任事。 

對於校長和教育主管人員的建議 

依據結果發現，校長倫理領導對學校組織信任具有直接正向影響效果。建議國中

校長和教育主管人員在推動校務時，可透過相關公開會議，將校務重要資訊提供予 

教師，營造公開、透明的工作環境，才能令彼此信任，進而相互合作，並透過公開 

會議活動鼓勵教師正向作為，並傾聽教師的教學需求，使教師願意投入奉獻教學、 

承擔責任。另外，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中，「對同事信任」與 

「利他人行為」相關程度最高，且「對同事信任」對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影響力 

最高。建議主管人員除適時授權和公平對待，建立垂直信任關係外，應提供教職員自

主參與校務和合作的機會，擴展水平信任關係，透過真誠、平等對話產生學校共識，

共同協力促進學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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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學實務現場教師的建議 

依據結果發現，學校組織信任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直接正向影響效果，且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已達中高程度的水準，惟發現其構面中「工作投入與奉獻」 

得分較低，顯示教師除盡心盡責完成教學工作本分外，對於承擔額外工作責任的意願

不高。建議教師除積極參與各項進修研習或活動事務外，亦應將所獲新知與同仁分享，

以促進教學品質和成效，將能藉此建立學校組織的信任氛圍，以滿足其專業成長甚至

自我實踐，積極參與學校各項活動事務，展現為校務奉獻的額外教育責任。 

對後續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依據結果發現，國中校長倫理領導、學校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者具 

關連，且在問卷量表信效度和整體模式適配度的結果，模型架構皆顯示為良好。建議

未來在研究主題部分，可透過組織公平、校長正向領導、組織承諾等中介或調節變項

因素，進一步探究其關連，使相關研究主題更完整。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

採用問卷調查法，建議未來後續相關研究可透過擇選異質性的學校進行個案研究， 

兼採質性研究法進行長期觀察和深度訪談，可使研究更加深入和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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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erceived Principal’s Ethical Leadership o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Chuan-Chung HSIEH, Chien-Hsiang HUANG, & Chia-Min TSAI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ethical leadership,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was tes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principal’s ethical leadership o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study examine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766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a) principal’s ethical leadership can directly affect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b)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can directly affect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c) principal’s ethical leadership can affect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rough the partially mediated role of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d)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colleague trust had the 

largest mediating effect, followed by school trust, and the effect of principal trust was 

insignificant. Finally, the level of school organizational trust shall be strengthened to affirm 

principal’s influences o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Keywords: principal’s ethic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trust;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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